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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大同华严寺，殿宇恢宏，塑像庄
严，为历代香火繁盛四方善众云集之地。它
历经千年，几度兴衰，仍保持了较大规模和旺
盛的香火。其变化沿革，一方面反映了大同
地方兴衰的历史变化，一方面也见证了不同
民族的文化融合。

一、大同华严寺概述
大同华严寺位于大同市古城内西南隅，

清远街南侧，是一座坐西向东、殿宇巍峨、气
势恢宏的辽代皇家佛教寺院，距今已有980余
年的历史，依佛教经典《华严经》而命名。寺
内山门、普光明殿、大雄宝殿、薄伽教藏殿、华
严宝塔等 30 余座单体建筑分别排列在南北
两条主轴线上，布局严谨，规模宏大，占地面
积达 6.6万平方米。大雄宝殿居国内古代寺
庙殿宇单体体量之首，薄伽教藏殿是寺内最
早的建筑，建于辽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殿
内雕塑、木构，均为辽代原创，被誉为辽金艺
术博物馆。

华严寺是由辽代皇室投资，在旧寺院的基
础上扩建而成的，并在辽清宁八年（1062年）扩
建并命名为华严寺。辽金时期，纷争不断，百
姓饱受战乱之苦，无法在现实中求得一片安宁
乐土，在客观上为宗教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辽
代统治者笃信佛教，王室贵族常出资兴建佛教
寺院，佞佛、崇佛举世闻名。当时最发达的佛
学是“华严”，华严寺的扩建命名自然水到渠
成。后来“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阁楼观，俄
而灰之”，金代依旧址重建。明宣德、景泰年间
又大事重修，补塑佛像，明中叶以后上下两寺
各开山门，于是有了上、下华严寺之说。清康
煕初年再次对被战火损毁的寺院进行修补，但
风光难现。2008年，大同市启动名城复兴工
程，依据寺内“金碑”记载，投巨资对华严寺进
行了大规模整修，恢复了辽金时期大华严寺的
鼎盛格局，如今已是大同古城内的一颗散发着
古韵的明珠。事实上，早在 1961年华严寺就
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评
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它的宗教地位也不可

小觑，在辽代时就是奉安诸帝石像、铜像的场
所，历史上也一直作为重要道场被使用，到了
1983年华严寺被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确定为汉
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

此外，华严寺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作为辽代的皇家寺庙，大同华严寺是少有的保
有契丹一族原有习惯东向而建的木构佛寺建
筑，其建筑、塑像、壁画、壁藏、平綦、藻井等，都
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高超的艺术水平，是我国不
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可谓享誉天下。薄伽教藏
殿中的“天宫楼阁”独具匠心，气势恢弘，梁思
成先生赞誉其为“海内之孤品”。

二、华严寺与民族融合
大同华严寺作为辽金时期重要的佛教建

筑，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价值。华严寺
的主要建筑虽在辽朝建成，但每逢战火后都
会进行补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都在这个
建筑群中留下了独特的痕迹，更不必说，华严
寺本身就是契丹民族建立的，可以称得上是
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它的建筑构造、塑像造
型、独特的大殿装饰等等都是民族文化大融
合的体现。

华严寺中最明显的具有民族融合特色
的地方就在于建筑本身。华严寺的大部分
建筑都在辽代建成，辽代是契丹民族建立的
政权，大同即辽西京，华严寺为西京地区主
要的华严宗寺院。华严寺的主要建筑都是
坐西朝东，这就是文化碰撞、融合之后所产
生的。契丹族崇拜太阳，崇日是契丹人最重
要的信仰。《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云:“契丹好
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在辽朝无
论是吉仪、军仪还是嘉仪，任何朝廷礼仪及
重大活动都有拜日之俗。这种原始信仰在
华严寺的建筑风格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
在华严寺的整体布局中，也存在着很多建筑
依然保留着传统汉族建筑的布局习惯，如海
会殿依然坐北朝南。因此可以看出在建筑
上，契丹人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不
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观念，而是与汉族传统风

格得到了融合，甚至于建造时多用居于幽、
蓟、并等地的汉人熟练工匠，也使得契丹族
的建筑方式更加多元化，拥有文化融合的特
质。如华严寺大殿的柱网平面和“金厢斗底
槽”的形式相近似，内外柱同高，就忠实地反
映了辽代契丹建筑风格，用明栿、草栿两套
屋架又可看出是承袭了唐代建筑的衣钵。
整体建筑在艺术处理上古朴、大气，细节方
面不失灵活与细腻。建筑艺术以适用为主，
在庙宇装饰上，则趋向于精雕细琢，显得华
丽富贵，矛盾中充斥着和谐，这正是不同民
族文化融合后产生的奇妙反应。

其次，大同华严寺的塑像也是民族文化
大融合的集中体现，造像虽有唐代风格的延
续，但又明显不同。华严寺中的造像更加注
重面部神态，表情丰富生动，衣饰变化丰富
而又内敛，华丽却不张扬，人物更具动感，体
态各异。造像中最精彩绝伦的是菩萨，最能
反映出契丹民族佛教造像整体艺术水平及
审美风格。薄伽教藏殿内佛坛上，四身较大
的菩萨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面容安详，神
态端庄，微含双目，眉若细柳。普贤菩萨戴
三叶云头形花冠，观音、地藏、文殊菩萨头戴
高花宝冠，宝冠饰以缠枝莲花纹、卷草纹，花
纹间穿插有莲和云团造型，整体鎏金，工艺
精湛，生动别致。冠上垂下的宝绪缯由耳际
顺两肩斜伸于肩及肘处，分段绑出明显的花
结，这是辽代菩萨宝冠常见特征，高冠更是
辽朝独有，在当时辽代贵族中较为流行。四
大菩萨的造像又凸显出隋唐的风格，腰束长
裙、长袍宽袖，裙腰各有两条束带，衣纹叠落
有序，自然生动，宽松自然的裙裳继承了中
原地区菩萨造像之特征。而作为众菩萨中
身姿最为婀娜的一尊，尤为著名的合掌露齿
菩萨，皓齿浅露、合手微笑，体态丰盈，优美
婀娜，披天衣，着长裙，潇洒自然，打破了千
年来女子“笑不露齿、衣不露体”的成规，使
观者无不对契丹民族豪迈不羁的艺术创造
力而感叹，这与西方从古希腊就延续下来的

以直白、明晰、奔放的姿态，半裸或全裸的形
式的展现手法不谋而合。

另外，华严寺的壁画更是不可多得的见
证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艺术瑰宝。辽金壁
画大多取材于佛教，且多为说法图、本生故
事、经变壁画等。其规模都较大，构图中主佛
突出，设色以朱砂、青绿为主，间以使用石黄、
赭石等色。自古塑绘同源,按照惯例,华严寺
在建成之寺内所绘壁画自然以华严经教义为
旨，然而辽代建的大雄宝殿大部分在兵火中
焚毁。但华严宗在金代依然兴盛,与大同临近
的五台山是华严经的重要讲经道场,金代的华
严寺基本上按照辽代的布局基础，重建了九
间殿(即现大雄宝殿)和七间殿，又构筑了慈氏
菩萨和观音菩萨降魔两阁以及会经楼、钟楼、
山门、朵殿等。那么，华严经变情节在寺庙中
的绘制始于盛唐，盛行于中晚唐，终于宋，可
以说是汉民族的独特艺术，如敦煌中晚唐、五
代及宋代洞窟中就有绘制此类内容。金在建
殿之初，就按普遍流行的佛教华严经的教义
和仪规结合本民族的人物特点重新绘制壁
画，正是缘于与宋在军事、政治上进行较量的
同时，又积极吸取汉民族宗教、艺术等方面的
文化并与之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艺
术风格。大雄宝殿的壁画几经战火焚毁，又
重新绘制，可以说是辽金以来的北方游牧民
族与中原汉民族政治、军事上较量，文化宗教
上互化或相互影响的历史见证，是研究民族
融合、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证资料。

在漫长的民族融合发展长河中，少数民
族接续在大同地区建立政权，拓跋鲜卑之北
魏、契丹之辽、女真之金等等，大同见证了中
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华严寺在这种独特的
地理历史环境下，民族文化融合的色彩大大
加强。建筑、塑像、壁画都反映出各民族间的
密切联系，正是他们的不断交融、创新，诞生
出了华严寺这朵佛国世界的奇葩。

（作者系大同市统战事务中心主任 文博
副研究员）

由晋商开拓并主导、沿线商民共同参
与运转的中俄万里茶道，从 17 世纪至 20 世
纪初持续兴盛，成为继丝绸之路后，沟通欧
亚大陆的又一条国际商路。在万里茶道的
形成和历史变迁过程中，作为晋商原始资
本积累地、万里茶道必经之地和重要商埠，
大同占据着独特而又重要的地位。晋商得
益于明初“开中法”的崛起阶段、明中后期

“蒙汉互市”的壮大发展阶段和清初“中俄
条约”签署后的鼎盛阶段，这些都与明清大
同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同见证了晋
商由盐商、粮商到茶商的发展轨迹，以及称
雄商界 500余载的发迹史。

明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
界线相吻合，农、牧区之间本没有不可逾越
的天然屏障，这种地理环境既利于不同民
族之间互补交往，也容易产生对峙摩擦。
以农立国的明王朝，不仅无力控制北部辽
阔草原，而且不得不随时应对蒙古骑兵南
下劫掠。因此，“高筑墙”就成了明王朝贯
行 始 终 的 基 本 国 策 。 历 久 不 断 的“ 高 筑
墙”，致使人、财、物向北部九边防御线源源
不断地集结，客观上促进了北方蒙汉交界
地区的开发，缩小了南北经济的差距。“九
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
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寨之所无者”。同
时，“高筑墙”并没有真正中断蒙汉间的交
往，或冲突，或朝贡，或马市，最后以“汉达
兼利”的互市贸易方式结束。居于河东盐
区、粮棉区和大同镇军事消费区、蒙汉贸易
区之间的晋商，占尽政策和地缘优势，集粮
商、盐商、茶商于一身，在开中制的实施、蒙
汉互市贸易过程中，兴起于商界，继而成为
开拓万里茶道的主力军。

（一）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盐是国家财政的

大宗，且关系国计民生，历来都是官府专
营。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大，官
府把食盐贸易完全垄断在自己手里日益变
得不可能。因此，宋代以来就有放开国家
垄断，允许指定的官商进行经营的议论。
明政府为解决“九边”八十多万驻军的粮饷
供给，实施了军屯、民运粮制度。鉴于军需
边粮的日益增加和运输困难，明洪武三年

（1370），山西行省上书言：“大同粮储，自陵
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令商人
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
者，给淮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
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
费省，而边储充”。明太祖朱元璋同意了这
个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引的“开中”之法。“盐
法边计，相辅而行”，这个最早于大同镇推
行的开中制一出，立收“转运费省而边储充
的效果”。其后，九边各镇“多招商中盐以
为边储”。开中制在大同镇的实施，几乎贯
彻整个明代。

隆庆五年（1571），明穆宗封俺答汗为
“顺义王”，结束了双方数十年的封闭对抗
状态，大同镇边进入了相对和平时期。作
为“隆庆和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明政府在
大同等镇边重开马市，结束了明蒙近两百
年的朝贡贸易制度，大同地区的蒙汉贸易
合法化、制度化和长期化，开启明蒙政治经

济关系新局面。大同镇边出现了“军民乐
业，即唐虞之世”的安宁景象。

“纳粮中盐”主要集中在九边，山西镇、
大同镇是首先实行这一制度的边镇，宣、大
二镇又是纳粮数额最多的边镇，以“极临边
境”的优势，开中法一实施，山西商人便捷
足先登，纷纷进入北方边镇市场，成就了一
大批边商，边商又多为晋商。占据河东盐
区、粮棉区的地理优势，山西商人集粮、盐
商于一身，在开中制的实施过程中，攫取了
第一桶金，并兴起于商界。

随着弘治年间折色开中的实施，盐商
分为仍然靠运粮换盐引的“边商”和在内地
用银子换盐引的“内商”。“内商”兴起，边商

“式微”，但晋商并没有因此而衰亡。一部
分晋商又由边商转内商，举家南下淮浙，并
寓籍于两淮地方。如太原阎路楚的祖父和
父亲，先纳粮报中于宣大边镇，换取盐引，
后“以太原望族贾淮上筴盐”,“举家迁居扬
州”。明嘉靖、万历年间，不少山西商人寓
居淮盐集散之地扬州，从事淮盐买卖，从中
牟取利润。蒲州人王瑶，襄陵（今襄汾）人
乔承统和高邦佐，洪洞人杨义，大同人李承
式等，都是有史可查的在扬州发家致富的
晋商及其后裔。据乾隆、同治《两淮盐法
志》以及地方文献资料中记录有李承式、高
邦佐等众多在扬州的山西商人及其子弟。
这些山西商人及其步入仕途的子弟，均与
淮盐经营有关。

另一部分晋商及时地由盐业转向与北
部少数民族的多元化贸易，特别是隆庆和
议为这部分晋商又提供了一个新机遇。“马
市既开，官商云集，银货星罗”，为了开好马
市，官方“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

“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之湖广。”大同不
仅是小商小贩的求生之地，也成为晋商大
贾的云集之所。于是，山西商人们的目光
不再局限于两淮盐区竞争激烈的市场，逐
渐在自己原本就十分熟悉的沿边广大地区
开辟了丝织、布匹、盐铁、粮食等行业的广
阔市场。

隆 庆 和 议 之 后 ，大 同 镇 北 边“ 战 斗 之
民，转而趋南，烽燹之场变而殖禾黍”。同
时，成为江南与蒙古区域交易市场的中间
的大同镇，商业繁荣，市场扩大，为晋商大
显身手提供了历史舞台。加之蒙古区域庞
大的市场需求，成就了一批巨商富贾，“平
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
富”。晋商在“开中制”“互市”等政策的推
动下，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日后成为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帮，纵横天下、称雄商
界五百余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大同作为大同镇的镇城，同时也
是大同府的府城，一直担当着晋北区域中
心的功能。清统一北方长城内外后，边镇
变腹里，占有重要军事防御地位的大同，逐
步演化为晋冀蒙交界区域重要商埠。正是
由于有大同贡道和大同马市的存在，才使
得明代后期大同商贸繁盛、客商云集，也使
得晋商在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通过大同
打开了对蒙古、俄罗斯的北路通道，从而打
开了一条国际贸易大通道——万里茶道。
作为通往“西口”或“东口”间重要的集散中

心，在 17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叶 300 多年
间，大同成为“万里茶道”的重要枢纽性节
点城市。

（二）
处于桑干河中上游的大同地区，有着

深厚的黄土堆积和充足的日照，却又苦寒
的气候，使得历史上农耕、驻牧两种经营方
式曾经反复交替。只是到了明代，军屯导
致长城边墙内的大面积耕垦，出现以卫、
所、城、堡为代表的新城址与聚落，才使得
农业经营方式被稳定下来，再也没有逆转
为以放牧经营为主要方式的生态环境。“明
代的卫所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军事性质的
地理单位，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组
织”。正因如此，清初，明朝的卫所制度并
未马上废除，而是作为同州县类似的地方
管辖单位大约存在了 80 多年。随着大同镇
长城沿线军事城堡职能的消失，先是裁撤
合并卫所。后在雍正三年（1725），将天镇
卫、阳高卫改为天镇县、阳高县；左云卫改
为左云县。在这期间，卫所内部“民化”、辖
地“行政化”的过程加速。最终卫所转变成
县域中心，屯堡裁撤、消亡或变为乡堡。明
代大同镇边的卫所、屯堡逐步转变为市镇、
乡村聚落，具有行政职能的城镇蔚然兴起，
农业生产、市镇经济随之得到发展，并为日
后成长为商业重镇奠定了基础。明时大同
是抵御蒙古部族袭扰的军事重镇，虽一直
硝烟不断，但边墙两边蒙汉交往始终以各
种方式进行着，或朝贡，或私市，或互市。
入清之后，凭借安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有
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交通，在继承明大同
军镇繁华富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区
域性商贸中心。

清前期，延续沿边明蒙汉互市的商业
贸易轨迹，汉族商人向北不断深入蒙、俄乃
至欧洲，北路贸易异常活跃。清廷即在山
西杀虎口、山西归化城、直隶张家口、直隶
多伦诺尔这四个北方重要商路的必经之地
设置榷关，征收商品通过税。

杀虎口是清初第一批设立的榷关，杀
虎口还是山西境内的第一个榷关。乾隆二
十九年（1774），山西巡抚和其衷奏请开宁
鲁口以通商旅，以便民生。“由宁鲁口出入
计至左云县仅止五十三里，路极平坦，车辆
可通，朝往夕还，于商民甚为便易”，于是在
左云县属宁鲁口添设税口，税务仍由杀虎
口监督派人征收。乾隆五十八年（1793），

“开山西得胜口，归杀虎口监督稽征”，经由
大同府出得胜口，道路平坦，车辆可通行，
比经由宁鲁口或杀虎口至丰镇发卖，路途
近了许多。

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中俄《尼布楚
条约》开启了中俄万里茶道的序幕，雍正六
年（1728）的《恰克图条约》正式开辟中俄互
市，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进驻买卖城与
俄商贸易的山西商人已经达到 140 多家，迎
来了晋商万里茶道的成熟期。“万里茶道”
南起福建五夷山等产茶区，顺长江，逆汉
水，过黄河，穿山西北上后，货分两路，一路
走西口（今山西杀虎口），一路走东口（今河
北张家口），往北入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
特），继而北上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

最后到达贸易重镇——恰克图，从这里转
口销往俄罗斯，继而西至欧州。

大同位于西口和东口的交叉点上，往
来“各货多在大同府城聚集”，“马帮、驼帮
终年不绝”，货物在这里仓储、分装、打包
后，再往西口或东口榷关。仅大同城内的
钱铺“竟达三百四十余家”，还有外地驻同
会馆即广东会馆、八旗会馆、榆次会馆、湖
南会馆四处，各大商帮云集于此。“南关（南
门外）住户、商店栉比鳞次，有很多制茶作
坊。”

大同古城不仅是“万里茶道”上的一个
重要市场，也是车队、驼队、马队北上蒙、俄
的人畜休整地、货物集散地。毛口袋是旧
时商贾马帮驼队长途贩运的必备工具，俗
称“驮子”。清道光《大同县志》载：“（大同
城）其匠艺之最众者，尤有毛袄匠、口袋匠
十倍于他处。”这些大量生产的毛口袋，是
为 过 大 同 古 城 继 而 北 上 草 原 的 商 队 准 备
的。

围绕俄蒙市场展开的清代北路贸易，
由大同北上主要形成了以下三条相对固定
的商路：

第一条：经大同、张家口、乌兰察布、库
伦、恰克图至俄国。这是最为便捷的国际
商路，山西商人在福建等地贩运茶叶大都
稳定地由这里前往俄国，尤其是恰克图市
场兴起之后，这条商道的驼队、马帮运送不
绝。

第二条：经大同、杀虎口、归化城通往
乌兰察布、伊克昭、阿拉善、额济纳、库伦、
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伊犁、塔
尔巴哈台。这是西北方向通往新疆的北商
道。

第三条：经大同、张家口、多伦诺尔，通
往漠南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呼伦贝
尔、喀尔喀蒙古、东臣汗部、土谢图汗部。
这是一条通往东北方向的商路。

晋商由大同古城出发经由东口、西口
移师北上，开辟了经漠南、漠北并直达俄罗
斯中心腹地的茶叶贸易之路，大同成为“万
里茶道”重要节点，大同“北方商埠”、贸易
中心的地位确立。清代大同城车帮、马帮、
驼帮终年不绝，是连接蒙、俄的商品集散
地，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商埠。

活跃了两个多世纪的万里茶道，曾经
在地球北部镌刻下一条深深的印记。万里
茶道是一条商贸、文化、政治、民俗等共生
的商道，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文化交流、文
明交融的作用。明代大同镇不仅是九边重
镇，还是促进晋商兴起的开中制的最早实
施地，同时又是蒙古“入贡”必经之道、蒙汉
互 市 贸 易 的 重 要 场 所 。 特 别 是 到 明 朝 后
期，由于“隆庆议和”后的明蒙互市，大同更
是成为了对蒙贸易的集散地和中枢，晋商
在此完成了原始积累。清代多元一体格局
的形成后，大同逐渐完成了从北部军事重
镇向区域商贸中心的转化，晋商由大同东
去张家口、西出杀虎口，进而北上恰克图，
至此大同便成为了万里茶道物资流通的中
转站和重要商埠。

（作者系大同市古城保护与修复研究
会秘书长）

华 严 寺 大 同 民 族 文 化 融 合 的 典 范
谷敏

“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笔谈②
明 清 大 同 与 万 里 茶 道

宋志强

在古都大同明长城旁的马铺山上，有一处古战场遗址，即
“白登之战”遗址，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1993年，大同市
人民政府在此矗立一座“汉阙式”碑亭，碑文详细记述了“白登
之围”两军对垒奋战的情景。“白登之围”之后实行的胡汉和亲
政策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义重大。

一、“白登之围”
据《史记》《汉书》《北游录》《皇明经世文编》等史料记载：西

汉初年，匈奴族利用秦汉更替、中原纷争之际，重新占领河套地
区，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凭借30万骑兵的威力，经常骚扰西汉边
境地区，破坏生产，掳掠百姓为奴。

公元前 201年 9月，冒顿单于率兵围攻马邑（今朔州市），
韩王信投降匈奴，并与匈奴联合南下攻汉。公元前200年初，
刘邦得知匈奴进攻晋阳（今太原市），亲率 32 万大军迎击匈
奴。冒顿单于利用刘邦急于获胜的心理，伪装失利败走，引
诱汉兵追赶。在佯败过程中，冒顿单于故意将精骑隐匿，将
羸弱之兵显露在外，骗得探子回报刘邦相信，遂不顾一切地
率领先头部队快速向平城（今大同市）方向追击，和后面的大
部队失去了联系。当刘邦到达白登山时，冒顿单于下令10万
精锐骑兵设伏将刘邦及先遣队伍团团围住。匈奴骑兵西面
是一色白马，东面是一色青马，北面是一色黑马，南面是一色
红马。汉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几次突围未果，被匈奴围困
了整整七天七夜。当时正值数九寒天，风雪交加，汉军士兵
被冻掉手指头的就有十之二三，形势十分危急。这时，随军
的户牖候陈平进献奇计，用厚礼暗中贿赂单于的主妻阏氏，
阏氏便向冒顿进言解围。加之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利未按
约定日期会合，唯恐有诈。又汉军大部队临近，冒顿便听信
阏氏之言将包围圈解开一角，汉军才得以脱险，这就是历史
上著名的“白登之围”。

二、和亲融合
汉高祖刘邦从平城归来之后，向建信侯刘敬询问对策。

刘敬回答说：“天下刚刚安定，士卒疲劳于连年征战，不可以用
武力去征服。冒顿杀死父亲，自立为王，不可用仁义去劝说，只
能用计谋使他们的子孙永久称臣”。高帝急切地问有什么好办
法，刘敬回答：“如果陛下真能够把大公主嫁给冒顿单于，立为阏氏，生下儿
子必定立为太子，将来会继承王位。这样的话，冒顿活着身为女婿，冒顿死
了外孙继位单于。每年按时赠送些匈奴稀缺的厚礼，借机向他们说服劝
告，不战而使他们屈服”。

汉高祖听了刘敬这个计策，连声称好，遂选取一名宫女冒称大公主嫁
给冒顿单于，同时派刘敬去匈奴缔结“和亲盟约”。

从此开始，西汉一朝共十二次和亲。分别是：
1.高祖七年（前200年），高祖以宗女和亲冒顿单于；
2.惠帝三年（前192年），惠帝刘盈以宗女和亲冒顿单于；
3.文帝四年（前176年），文帝刘恒以宗女和亲冒顿单于；
4.文帝六年（前174年），文帝以宗女和亲匈奴老上单于；
5.文帝后元四年（前160年），文帝以宗女和亲匈奴军臣单于；
6.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年），景帝以宗女和亲匈奴军臣单于；
7.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以宗女嫁匈奴军臣单于；
8.元封三年（前108年），武帝以宗女细君公主和亲乌孙昆弥；
9.太初二年（前103年），武帝以宗女解忧公主和亲乌孙军须靡；
10.地节四年（前66年），宣帝以宫女和亲鄯善国；
11.神爵二年（前60年），汉宣帝以宫女和亲匈奴日逐王；
12.竟宁元年（前33年），元帝以王昭君和亲匈奴呼韩邪单于。
西汉一朝210年，一共有12位公主出塞和亲，为汉匈边境的和平稳定

作出了巨大努力。早在秦时，北方匈奴便对中原虎视眈眈，以至于成了边
患。由于秦末多年战乱使匈奴成了威胁中原王朝安危的存在。汉高祖刘
邦一统中原后，决定征伐以绝后患。然而事与愿违，“白登之围”后，匈奴在
草原的威望暴增，强盛气焰达到顶峰。反观汉朝，在经历了连年的征战和
自然灾害后，经济衰退，百业荒废，民众流离失所，民不聊生，这就需要一个
和平稳定的大环境来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和亲政策促进了汉匈民族融合，
带动双方互相通市贸易，两族平民之间也有了通婚行为。同时，促进了汉
匈文化交流，双方分别学习对方文化，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由于和
亲政策的实施，维护了中原的平稳和边境的安定，为实现和平发展、恢复经
济民生争取到了大量时间，成就了“文景之治”。

三、“文景之治”
公元前 195年，刘邦去世，刘盈继位为惠帝，吕雉为皇太后。前 179

年，诸吕叛乱平定后，刘恒继位，称汉文帝。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刘启
继位为景帝。文帝、景帝先后统治了39年。这一时期社会相对安定，民众
安居乐业，经济趋向繁荣，人口有所增长。

汉初，因多年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凋敝，汉廷推崇黄老之术，采取“轻徭薄
赋”“与民休息”之政策。汉文帝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还全免田租13
年。同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汉文帝生活十分节俭，
宫室内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车类不添，帷帐不刺文绣, 更下诏禁止郡国
贡献奇珍异物。国家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从而减轻了人民负
担。文景二帝还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
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他们赏赐，以鼓励耕作的农民。每年春耕时，他还
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据《史记·孝景本纪》记载：“中元年四月乙巳,
赦天下,赐爵一级。五月，除田半租”，“匈奴入代，与约和亲”。同时，文景二
帝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生产迅速发展，国家粮仓丰满，府库殷实，
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成为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从版图
可以看出，西汉后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辖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
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所辖50余国。东
北扩大到今江华一线以北部分，南方延伸到了北纬13°。

四、几点启示
西汉一朝共计210年，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基本稳定，民族团结，

经济发展，百业兴旺。由于民族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
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
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两千多年前
的西汉文明证实了这一点。《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呼韩邪单于上书元帝：

“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西
汉时期的12次和亲，边关硝烟散尽，茶马互市开通，南北物产交换，民族文
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奠定了盛世基础，创造了光辉伟业，成就了“文景
盛世”。

（二）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在几千年
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称谓逐步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认同，民族团
结、共同御敌，展现出更加鲜明、更加强大的感召力。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归根结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体现的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
家国情怀。试想，没有西汉时期的和亲政策，战乱频仍，经济凋敝，民不聊
生，受苦受难的还是人民大众。

（三）民族团结于中华民族生死攸关。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深化民族团结，强化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民族团结是一种精神、一种
追求。它对凝合人心、整合社会起着重要作用。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社
会稳定；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经济发展；没有民族团结，就要落后挨打。
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势下，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华民族
的崛起耿耿于怀，竭尽围追堵截之能事。深化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更显得重要。

（四）深化文化认同，同筑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博采众长。
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巩固的黏合剂，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聚合力、
向心力和整合力的根本缘由。在多民族敬重差异、包含多样性中实现各民
族文化交融共生、和谐发展。西汉时期，匈奴国幅员辽阔、蛮夷荒芜，通过
民族融合，汉人的农耕文化带入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文化带入关内，两种
文化兼收并蓄，起到了发展作用。

（作者系大同长城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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